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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主流媒体对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困境、主体性以及所受到

的关爱，给予了重点关注和全面、持续的报道，通过恰当的报道视角、真

实的现象记录，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并引起全社会和各级政府对

留守妇女及相关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催生了针对留守妇女的关爱和帮扶

政策，促进了留守妇女生存状态的改善和留守妇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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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燕 李萌 潘璐
青年女性农民是农村农业发展中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她们如何参与现代农

业并重构自身的主体地位,既关系着家庭农业的持续发展,也关系着农村青年女
性的切身利益。本文基于河北省冀州市黄村的实地研究指出,在农业转型过程
中,青年女性农民从事农业的过程展现出不同于以往农业女性化讨论的独特特
征,农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使青年女性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空间大大扩展,
拥有了在父权制之外获取新资源的可能性。青年女性农民从事农业的过程仍
然面临生产性和社会性的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青年女性农
民的农业生产困境予以应对,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她们的内在活力与能动性。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素波 整理）

作者：孙桂荣
集体型叙事的叙述人是复数的群体，或化身为复数群体的

代言人，其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技巧，还与话语格局中的权力
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同为弱势群体发言这个角度与“女性声音”
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当代女作家以“我”在场的方式进行的非
虚构写作，具有现场感、真实感的同时，也增强了集体型叙事的
话语力量，并或隐或显地传达了某种女性声音，对其辗转于“两
个世界”之间各执一端的性别尴尬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化解与
修复。本文作者认为，非虚构写作并非“去性别”的文类，其以性
别在场的方式关注社会宏大命题，体现了女性写作在新世纪的
新发展。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作者：于苗苗 刘贤伟 马永红
男女毕业生的薪资差异是社会热议话题，也是劳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研

究和高等教育学中就业研究的热点。诸多高等教育与就业的性别比较研究表
明，我国男性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明显的起薪优势，研究者基于不同理
论视角对性别薪资差异的解释不一。有鉴于此，本文采用Oaxaca工资均值分
解法,以全国180所高校硕士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比较分析男女硕士
毕业生的起薪差异,并检验了多重因素的作用。研究表明,男性硕士毕业生的
起薪显著高于女性硕士毕业生,主要受到性别歧视和工作特征的影响,高校信
号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较小。为减少性别歧视和工作特征的影响,进一步改善女
性硕士毕业生的起薪,作者从个体层面、教育层面、政策制度层面、法律保障层
面提出了建议。

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年第4期

《集体型叙事中的女性声音》 《我国硕士毕业生起薪的性别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成为青年女性农民：农村女性从事农业的过
程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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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玉根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男性劳动力外出
打工，农村留守妇女人口与日俱增，形成一
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
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照顾小孩、
赡养老人等责任。

作为农村生产劳动的主力军和相对弱
势的群体，留守妇女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
并受到关注，大致始于2005年。此后十多
年里，主流媒体特别是与女性、三农相关主
流媒体，一直把留守妇女作为关注的重点，
对她们的生存困境、主体行为以及受到的
关爱等，进行了全面、持续报道，充分体现
出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与担当，以及极强
的新闻专业精神，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
浓重一笔。

如今，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在
相关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留守妇女的
生存状况早已得到了改善，她们在生产经
营、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这个原来不为大众所知的弱
势群体，之所以很快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和各级政府的重视，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
主流媒体的持续报道功不可没。

深入报道，呈现留守妇女生存困境

呈现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体现新闻媒
体的责任与担当。中国知网收录的资料显
示，从2005年起，新闻媒体就开始重点报道
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至2012年共发表了
77篇以反映留守妇女生存困境为重点的报
道，其中，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
等几家主流媒体发表了41篇，占一半以上。

这类报道，有些是反映留守妇女群体
生存困境，如《中国五千万农村留守妇女的
艰辛与期盼》（《新华每日电讯》）、《留守妇
女生存状况堪忧》（《中国妇女报》）、《农村
留守妇女生活现状堪忧》（《农民日报》）；有
些是重点反映某地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
如《边远山区农村留守家庭亟待关注》（《人
民日报》）、《甘肃省农村留守妇女：急需关
注的特殊群体》（《中国妇女报》)、《毕岭村
的留守女人》（《农民日报》）。

报道反映的留守妇女的困难各有侧
重，有的主要揭示留守妇女家庭婚姻的矛
盾，如《从农村离婚案看留守妇女婚姻状
况》（《中国妇女报》）、《一年见一次,“男工
女耕”婚姻堪忧》（《农民日报》）；有些主要
表现她们的精神压力和情感困惑，如《留守
妇女最难受的是“心里空落落”》（《新华每
日电讯》）、《留守人群，孤独守望》（《农民日
报》）；有些主要描述她们在人身安全方面
受到的困扰，如《农村留守妇女频遭侵害》
（《法制日报》）、《遭遇性侵害的留守妇女为
何沉默？》（《中国妇女报》）。

这些报道既有面上的调查数据，又有
记者实地采访的个案。点面结合，呈现了
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多方面的困境和难题，
比如，家庭负担重、精神压力大、劳动强度
大、缺乏安全感等。留守妇女生存困境的
出现，涉及一些社会性问题，主流媒体没有
回避，而是以较大篇幅和充足的版面给予
报道和挖掘。一些深度调查报道长达数千
字，占据了报纸三分之二版甚至整个版面。

主流媒体对留守妇女生存困境的持续
报道，体现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担
当。这方面的报道不仅让公众对留守妇女
有了更多了解，而且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
的重视，催生了许多针对留守妇女的关爱
和帮扶政策。

重点报道，展现留守妇女主体性

媒体是公众了解外在世界的窗口，但
某些刻板印象也经由此途径形成。新闻
媒体对留守妇女的生存困境进行持续和

显著报道，有可能使公众对她们形成“弱
势”“可怜”等负面印象，忽略了她们的主
体性，这显然不利于留守妇女的发展。主
流媒体在这方面把控比较得当，在持续报
道留守妇女过程中，通过恰当的报道视角
和真实的现象记录，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

中国知网收录的资料显示，从2008年
开始，主流媒体对留守妇女主体行为的报
道逐年增多。这方面的报道，既有群体行
为的描述，如《柔肩挑重担》（人民日报）、
《她们顶起整个天》（中国妇女报），也有个
体人物特写，如《守土在家，她承视担起双
份责任》（中国妇女报）、《留守妇女吴玉华
的“南瓜革命”》（中国妇女报）；更多的是展
现各地留守妇女在生产经营和乡村建设中
的积极作为，如《留守妇女争当“科技媳
妇”》（人民日报）、《江西乐安留守妇女念活
致富经》（中国妇女报）、《铜山留守妇女成
农忙主力军》（农民日报），等等。

这些报道呈现了留守妇女积极的正面
形象：她们互帮互助、抱团取暖；她们刻苦
学习，获取新知识、新技术；她们大胆创新，
不断进取，尝试新产业；她们辛勤劳动，但
也会享受生活。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留守
妇女是基本吻合的。她们虽然整体呈弱
势，并不意味着她们都是弱者，相反，大多
数留守妇女都是生活的强者，她们主动作
为，通过自身努力改善了自己的生存状态。

留守妇女主体行为故事，也许不为某
些大众媒体所青睐，但主流媒体给予了持
续、重点报道。这些报道不仅有助于公众
全面了解、认同留守妇女群体，而且还能激
发更多留守妇女的自信心。

全面报道，反映留守妇女受关爱

留守妇女始终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
点人群，也是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的报道
内容。笔者在中国知网搜检统计，从
2011年开始，也就是在有关留守妇女困
境的报道减少的同时，主流媒体特别是像
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等相关主流媒体，
以留守妇女受关爱为主题的报道逐渐增
多，并持续至今。

这类报道，有些是报道政府部门、妇联
出台关爱留守妇女的政策和措施，如《全国
妇联扎实推进留守妇女儿童关爱行动》（人
民日报）、《民政部等13部门出台意见 加
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中国妇女
报）、有些是写各级政府、妇联组织以及其
他相关组织、机构出手帮助留守妇女解决
实际困难，如《宁夏妇联开展阳光帮带行
动，让留守妇女有支撑有帮衬》（人民日
报）、《河南帮助近8万妇女找到新工作》
（中国妇女报）、《“互助组”撑起留守妇女
“整片天”》（农民日报)等。

通过分析此类报道的文本，笔者发现，
对留守妇女受关爱的新闻，主流媒体都是
根据其新闻价值的高低进行处理的。比
如，国家出台的关爱留守妇女的新政策、一
些地方关爱留守妇女工作的新思路和新做
法，对各地开展相关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这方面的报道大多见于重要版面；而一
些地方的比较普通的关爱工作，虽然也传
达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但新闻价值稍低，相
关报道多见于非重要版面，篇幅也较小。
这样的处理体现了主流媒体采编人员的新
闻专业精神。

如今，留守妇女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发
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依然存
在不少困难，需要社会给予关爱。主流媒
体应进一步做好对留守妇女的报道工作，
新闻工作者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有
关讲话精神，“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
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引导并激励这
支农村社会主力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贡献巾帼力量。

■ 刘洁

近期，电影《我的姐姐》热映，影片探讨了
女性在自我的理想生活和家庭责任间的矛
盾，引发诸多思考。

艰难的抉择：奉行“母职”抑或遵从自我

母职是有关做母亲的规范，生活中每个
女性都被期待成为母亲，这就带来了女性是
奉行母职还是遵从自我实现的冲突。在做
母亲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女性都要被规
训。“长姐如母”，在电影中，安然也被强加了
这样的母职期待。母职对女性的异化在安
然与弟弟的矛盾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安然的世界中，她会拒绝那个要当做儿子
一般抚养的弟弟，因为“我的人生不是只有
你一个人啊”。

另一方面，母职不仅仅是母亲与孩子之
间的关系，它镶嵌在女性的关系网络中，同女
性的各个角色都有交集。所以，安然既是被
赋予母亲角色期待的“姐姐”，也通过侄女和
外甥女的身份来重构其母职。

“成为女性”背后的不适与徘徊

“重男轻女”的性别不公现象至今仍不止
息，广泛存在于父母子女之间、姐弟兄妹之
间。女性总是被教育要牺牲、顾家，而她自己
的欲念、诉求和权利却不断地被无视乃至扭
曲。这才有了影片中“你都生两个女儿了，为
什么还要生啊，儿子就那么好吗？”的控诉，有
了安然对姑妈人生轨迹的不解，“我的姑妈，
她永远在张罗，眼里装着每个人，唯独没有自
己，她快乐吗？”

对女性的道德绑架使她们迷失在外在的
标准和评价中，失却了本真，当女性要“为自
己而活”，父权制伦理就会跳出来，逼迫女性
去自责。所以在影片中，即使敏感如安然，也
会发出如下喟叹：“我那么努力地生活，是希
望有一天，站到爸爸妈妈面前的时候，你们能
说一句，我女儿还是不错的”；同时在影片外，
电影名《我的姐姐》所暗示的女性之依附性身
份，也引起了人们的不适。

我们总说女性是关系的动物，她重视同
他人的联系，善于人际交往，强调团结和凝
聚。但为什么女性会有如是表现呢？在性别
本质主义横行的时空语境下，与其说女性天
性如此，不如说这是一种等级制的统治策略，
因此安然的姑妈为别人付出一辈子，虽“无怨
无悔”，也会为差别化对待下的不公和失落而
泪下，并终于明白“其实套娃也并不是非要装
进同一个套子里头”。在父权制下，对女性来
说，“关系”不是流动的，而是僵化的实体，将
女性固定在从属地位，所以才有了影片中姐
弟不同生活间的张力。

个体化时代女性“为自己而活”的挑战

贝克将女性在个体化时代的生存境遇
概括为从“为他人而活”到迈向“一点属于自

己的生活”。这样的转变对应于电影中安然
和姑妈的不同选择，“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
的“一点”二字精妙地传递出了女性改变之
艰之难。对此我们要问的是，变化为何如此
不易？

这与伴随女性主体意识萌芽的主体性
撕裂有关。影片中，姑妈虽然被迫一次次
做出退让，但她能够逆来顺受，自我消化；
而当安然想要追逐自己的生活时，却面临
着他人的阻挠，在物质支持和心理建构方
面都遭遇困境。父权思维拖拽住女性前进
的步伐，导致了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的犹
疑与徘徊。

此外，这还与他我界限重构的现实有
关。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是自我主张与社会
团结的平衡。但要做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对被规训了太多太久的女性而言十分艰巨。
影片的开放式结尾表明，在自我和他人的跷
跷板上，安然没有最优解。因为在个体化时
代，女性的义务究竟是自觉、自愿与自主，还
是父权制规训下的阴影，往往难以判断。安
然的故事道出了女性在个体化实践中所遭遇
的阵痛。

在由性别、伦理和辈分所建构的家庭秩
序中，姐姐是母亲的预备和后援，她一方面是
家庭维系所依赖的成员，一方面也蕴藏着分
裂家庭的可能——通过出嫁和独立的方式。
针对出嫁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发展出了女儿
是“外人”的文化观点；针对独立带来的对家
庭团结的破坏，如同安然的遭际那样，则形成
了定义其反社会化的指摘。在处于传统性与
现代性杂糅的“马赛克家庭主义”中，女性的
经历犹如走钢丝一般，摇摆的她们更需要社
会性的支持。

作为女性视角的作品，《我的姐姐》不同
于市场上流行的“大女主”爽文。在后者中，
女主人公往往只是迎合了女性对倒转性别
刻板印象的简单而粗暴的渴望，沉迷于成为
霸权男性气质的代言人，或满足父权制的期
待，与其说世界围绕着她转，不如说她始终
围绕着别人转。这样的作品无疑失却了反
思的品格。

相比于现实事例，电影结尾处理得柔和
了许多，就此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有锋芒的作
品，而不是隔靴搔痒、大而无当的快销品。性
别多元话语不是彻底的相对主义，热衷于再
造“圣母”，却打着女性解放的旗号行消费女
性之实的作品只会蚕食掉进步的力量。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的姐姐》的女性视角和现实
指向值得文艺创作者们深刻思考。

从年初的“李焕英”到“安然”，在聚焦女
性的电影叙事中，看到的是女性一以贯之的
美好品质，更有代际更替下女性自我意识的
不断提高，也看到个体化时代，女性“为自己
而活”依然缺少结构性保障的困境……这些
女性视角的作品引发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反身
性思考，是一个值得深耕的领域。
（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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